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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手机依赖和自评健康状况在青年人群童年期不良经历（ACE）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

用。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对 1 611 名海南省某地区青年人群（平均年龄 26.30 岁）进行横断面调查，调查工

具包括童年创伤量表（简版）、手机成瘾指数量表、抑郁 -焦虑 -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及自评综合健康状况问

卷。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探讨 ACE、手机依赖、自我评估的健康状况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结果 ACE、手机依赖及自评健康状况均与心理健康相关（均 P＜0.01）。ACE 对青年人群的心理健康有直接的负

面影响（直接效应为 0.221，95%CI 0.150～0.293）。ACE 还分别通过手机依赖的独立中介、自评健康状况的独立中

介及两者的链式中介对青年人群的心理健康产生间接的负面影响，效应值分别为 0.081（95%CI 0.035～0.130）、0.034

（95%CI 0.011～0.062）和 0.009（95%CI 0.004～0.015）。结论 ACE 会影响青年人群的心理健康，而手机依赖和

自评健康状况在这一关系中起中介作用。针对减少手机依赖和改善健康状况的干预措施可以减轻童年创伤对心理健

康的负面影响，从而提升该群体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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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on mental health among young individuals: chain-mediated effe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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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and self-rated health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young adults. Methods A cross-
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using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among 1 611 young adults (mean age 26.30 years) from a region 
in Hainan Province.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short form), 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the depression-anxiety-stress scale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and a self-rated health questionnaire.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were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CEs,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self-rated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Results ACEs,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and self-rated health were all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mental health (all P＜0.01). ACEs had a direct negative effect on mental health (direct effect＝0.22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150- 0.293). Furthermore, ACEs exerted indirect effects on mental health through 3 pathways: 
the independent mediation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indirect effect＝0.081, 95%CI 0.035-0.130), the in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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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on of self-rated health (indirect effect＝0.034, 95%CI 0.011-0.062), and the chain mediation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and self-rated health (indirect effect＝0.009, 95%CI 0.004-0.015). Conclusion AC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young adults, with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and self-rated health serving as key mediators. Interventions 
aimed at reducing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and improving health status may help mitig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hildhood 
trauma on mental health, thereby promot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this population.

［ Key words ］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self-rated health; mental health; chain 
medi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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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人在

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认知合理、情绪稳定、行为适

当、人际和谐、适应变化的一种良好状态［1］。

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当今重要的公共卫生事件，

20%～25% 的青年人正在经历一种或多种常见的

心理健康问题［2］。目前青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主

要表现为抑郁、焦虑、压力。其中，抑郁和焦虑是

常见的精神疾病，全球已有超过 2.6 亿人受抑郁困

扰，约有 3.74 亿人患焦虑症，近年的患病率均有

较大增幅，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

已逐渐成为影响人类身心健康的主要因素［3-4］，

造成社会和家庭的巨大负担。据统计，全球约有

1/3 的人经历过童年期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ACE）［5］，中国 ACE 的流行情况更为

严峻，青少年检出率达到 79.01%［6］。ACE 是指个

体在 18 岁之前在健康、生存、心理或生理方面经

历的压力或创伤性事件，包括情感 / 身体 / 性虐待、

情感 / 身体忽视及家庭功能障碍三大方面［7］。ACE
不仅会损害躯体健康，还会增加心理行为问题的发

生风险，导致整体医疗支出和死亡负担上升［8］。遭

遇 ACE 的青少年存在突出的情绪调节障碍、人际

关系不稳定、应对能力低下和认知功能障碍等心理

健康问题［9］，且对健康状况的影响会一直持续到

成年后期［10］。研究显示，ACE 与抑郁、焦虑等负

面情绪存在相关性［11］，不同类型的 ACE 与心理健

康存在关联，且对抑郁水平有累积效应［12］。

ACE被认为是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ACE 不仅与酒精依赖、药物依赖等物质依赖行为

有关，也与手机依赖和网络成瘾等非物质依赖行为

有关［13］。近年来，手机依赖现象普遍，已成为继网

络成瘾之后又一突出的社会问题，青年群体是手机

依赖的高风险人群。手机依赖不仅容易导致躯体疾

病，还会对个体的心理和精神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既往研究表明，ACE 是个体手机依赖的正向预测因

子［14］，且手机依赖与抑郁情绪呈正相关［15］，对抑

郁症患者的抑郁情绪有直接和间接的预测作用［16］。

童年期创伤也与个体自评心理状况呈负相关［17］。

自评健康虽然是一个主观的综合性指标，但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个体的实际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18］。

身体健康状况欠佳者，报告焦虑症状的可能性更 
大［19］。自评健康状况较差与显著的心理影响及更

高水平的压力、焦虑和抑郁密切相关［20］，而自评

健康状况一般和身体活动充足是预防成人抑郁的保

护因素［21］。一项横断面研究显示，网络成瘾与自

评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梯度关联，即便网络成

瘾水平较低，健康风险仍可能增加［22］。手机依赖

与自评健康状况之间呈负相关［23］。以上研究提示，

手机依赖和自评健康状况可能在 ACE 与心理健康

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尽管已有研究证明 ACE 可以正向预测心理健

康，并初步揭示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但对于 ACE
影响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还需进一步探究。目前，

鲜有研究同时聚焦于手机依赖、自评健康状况对青

年人群 ACE 及心理健康的协同影响，手机依赖与

自评健康状况在这一关联中所发挥的作用尚未得到

充分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讨手机依赖和自评健康状

况在 ACE 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

为探究 ACE 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内在机制，本

研究构建了一个链式中介模型假设，基于该假设模

型，本研究将对以下路径进行验证。假设 1：ACE
可以正向预测青年人群的心理健康；假设 2：手机

依赖在 ACE 与心理健康之间起独立中介作用；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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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3：自评健康在 ACE 与心理健康之间起独立中

介作用；假设 4：手机依赖和自评健康状况在 ACE
与心理健康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在验证上

述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 ACE、手机依赖、

自评健康状况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明确手机依赖和

自评健康状况在 ACE 与心理健康之间的链式中介

作用，从而为改善青年人群心理健康干预措施的制

定提供参考。

1 资料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23 年 4 月至 7 月对海南省某地

区青年人群进行了横断面调查，为提高样本的代表

性，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该地区所属的 3 个

单位中随机抽取 2 个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

（1）年龄 18～44 岁；（2）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并

积极配合调查；（3）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有认

知障碍或依从性差的受访者。

共有 1 885 名青年人参与了问卷调查，排除缺

失手机依赖信息的问卷 77 份、缺少 ACE 信息的问

卷 129 份、缺失心理健康信息的问卷 20 份、缺少

自我健康评分和年龄信息的问卷 48 份后，最终获

得 1 611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5.46%。所有

参与者均签署了书面的知情同意书，本研究获得海

军军医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批。

1.2 研究工具

1.2.1 童年创伤量表（简版） 该量表用于评估受

试者遭遇的 ACE 情况，由 Bernstein 等［24］编制，后

经赵幸福等［25］汉化，在中国人群中具有良好的心

理测量特性和文化等效性。该量表共包括 28 个条

目，其中 25 个为临床条目、3 个为效度条目（第

10、16、22 条）。量表分为 5 个分量表，即情感虐

待、身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每

个分量表由 5 个条目组成，采用利克特 5 级评分法

（1～5 分），阴性项目反向计分，各分量表得分范

围为 5～25 分。得分高于以下任一分量表阈值者被

认为存在 ACE：情感忽视得分≥15 分、躯体忽视得

分≥10 分、情感虐待得分≥13 分、身体虐待得分≥ 

10 分或性虐待得分≥8 分。该量表还包括由 3 个

效度条目构成的最小化和否认量表（minimization 
and denial scale，MD），这些效度条目未被归入

任何分量表亚型。鉴于 MD 主要用于揭示受试者

在 ACE 评估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否认问题，故本

研究未对该量表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26］。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09。验证

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模型拟合指标较为

理想，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0.021，拟合优度指数

（goodness-of-fit index，GFI ）＝0.998，规范拟合

指数（normed fit index，NFI）＝0.993，比较拟合指

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0.997，增量拟合

指数（incremental fit index，IFI）＝0.997，标准化残

差均方根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0.014 0。
1.2.2 手机成瘾指数量表 该量表用于青少年手机

依赖的诊断，由 Leung［27］开发，后经黄海等［28］汉

化，是目前测量青少年手机使用问题的合适工具，

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29］。该量表分为 4 个

分量表，共包括 17个条目，每个条目赋分 1～5分，

总分范围为 17～85 分，分数越高表示受试者的手

机依赖程度越高。4 个分量表分别为无法控制渴望

分量表、感觉焦虑和失落分量表、退缩和逃避分

量表、生产力损失分量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2。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表明，本研究模型拟合指标较为理想（RMSEA＝ 

0.053，GFI＝0.959，NFI＝0.946，CFI＝0.955， 
IFI＝0.955，SRMR＝0.036 6）。

1.2.3 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30］ 该量 
表用于测量青年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由抑郁、焦

虑、压力 3 个分量表组成，每个分量表包括 7 个条

目，其中抑郁对应条目 3、5、10、13、16、17、
21，焦虑对应条目 2、4、7、9、15、19、20，压力

对应条目 1、6、8、11、12、14、18。各分量表采

用利克特 4 级评分法（0～3 分），根据量表的说明，

将抑郁、焦虑和压力分量表的得分乘以 2 ，得到最

终得分。每个分量表的总分范围为 0～42 分，分数

越高表示受试者的心理困扰程度越严重。该量表具

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30］。 
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6，抑

郁分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17，焦虑分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86，压力分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7。
1.2.4 自评综合健康状况 本研究通过问卷自设条

目“您给您的综合健康打多少分”进行判断，该条

目得分范围为 0～100 分，取整数，得分越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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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者的综合健康状况越好［31］。

1.3 统计学处理 运用 Amos 28.0 软件对回收问

卷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采用哈曼单因素法检

验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应用 Stata MP 17.0 软件

进行初步数据处理、描述性统计及 Pearson 变量间

的相关性分析，其中正态分布的连续型变量以 x±s
表示，非正态分布的连续型变量以 M（Q1，Q3）表

示。运用 Amos 28.0 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验

证模型拟合情况，若模型拟合指标 RMSEA＜0.07，
GFI、NFI 、CFI 和 IFI＞0.9，且 SRMR＜0.05 则 认

为模型可以接受。应用 SPSS process v4.1 插件中的

模型 6 进行中介关系分析。以 ACE 为自变量，心理

健康为因变量，手机依赖和自评健康状况为中介变

量，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即通过重

复随机抽样抽取 5 000 个 Bootstrap 样本估计中介效

应 95%CI。当中介效应的 95%CI 不包含 0 时，则认

为该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检验水准（α）为 
0.05。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为减少问卷收集

数据导致的共同方法偏差和系统测量误差，本研究

对参与调查的青年明确承诺其作答记录将严格遵循

匿名与保密原则。为保证数据结果的准确性，本研

究采用哈曼单因素检验法对量表数据进行共同方

法偏差分析，即对量表中所有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

分析，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

子。结果显示，共有 13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

其中第 1 个因子的解释方差为 19.491%，小于 40%
的临界值［32］，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

偏差问题。

2.2 描述性统计和变量间相关性分析结果 1 611 名

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26.30±4.19）岁。童年创伤

量表（简版）得分为（32.88±6.70）分，共有 417 人 
（25.88%） 存 在 ACE， 1 194 人（74.12%） 无

ACE；有ACE的参与者中，存在情感虐待 10 人

（2.40%）、身体虐待 16 人（3.84%）、性虐待 33 人

（7.91%）、情感忽视 130 人（31.18%）、躯体

忽视 359 人（86.09%）；手机成瘾指数量表得分

为（24.93±7.79）分；自评综合健康状况得分为

（80.93±11.65）分；抑郁 -焦虑 -压力量表（简

体中文版）得分为 4（0，12）分，其中抑郁得分

为 0（0，2）分、焦虑得分为 2（0，4）分、压力

得分为 2（0，6）分。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1）表明，ACE
与手机依赖、心理健康（抑郁、焦虑、压力）

均呈正相关，与自评健康状况呈负相关（均 P＜ 

0.01）；手机依赖与自评健康状况呈负相关，与心

理健康（抑郁、焦虑、压力）呈正相关（均 P＜ 

0.01）；自评健康状况与心理健康（抑郁、焦虑、

压力）呈负相关（均 P＜0.01）。变量之间的相关

性支持后续的假设检验。

表 1 ACE、手机依赖、自评健康状况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分析

n＝1 611, r

变量 ACE 手机依赖 自评健康状况 心理健康 抑郁 焦虑 压力

ACE 1

手机依赖 0.104** 1

自评健康状况 －0.107** －0.217** 1

心理健康 0.196** 0.505** －0.338** 1

抑郁 0.215** 0.444** －0.312** 0.909** 1

焦虑 0.180** 0.460** －0.311** 0.918** 0.753** 1

压力 0.159** 0.494** －0.317** 0.949** 0.797** 0.808** 1
**P＜0.01. ACE：童年期不良经历.

2.3 链式中介模型分析 本研究基于理论假设构建

了链式中介模型，该模型拟合良好（RMSEA＝0.040，
GFI＝0.954，NFI＝0.940，CFI＝0.956，IFI＝0.956，
SRMR＝0.036 6），且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

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为后续的假设验证提供

了初步支持。在此基础上，以手机依赖和自评健康

状况为中介变量，以 ACE 为自变量，以心理健康为

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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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R R2 F值 β t值
手机依赖 ACE 0.104 0.011 17.426** 0.120 4.174**

自评健康状况 ACE 0.233 0.054 46.083** －0.149 －3.515**

手机依赖 －0.311 －8.522**

心理健康 ACE 0.571 0.326 258.546** 0.221 6.091**

手机依赖 0.669 21.011**

自评健康状况 －0.231 －10.862**

**P＜0.01. ACE：童年期不良经历．

如表 2 所示，ACE 能够显著、积极地预测青

年人群的心理健康（β＝0.221，P＜0.01），假设 
1 得到验证。将手机依赖纳入回归方程后，结果显

示 ACE 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手机依赖（β＝0.120， 
P＜0.01），手机依赖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健康 
（β＝0.669，P＜0.01），假设 2 得到验证。将自评

健康状况纳入回归方程后，结果显示ACE 可以显著

负向预测自评健康状况（β＝－0.149，P＜0.01），

自评健康状况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健康（β＝ 

－0.231，P＜0.01），假设 3 得到验证。将手机依赖

和自评健康状况纳入回归方程后，结果显示手机依

赖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自评健康状况（β＝－0.311， 
P＜0.01），表明手机依赖和自评健康状况在 ACE与

心理健康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假设 4 得到验证。

由此可见，手机依赖和自评健康状况在ACE 与青年

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之间起着链式中介作用。本研

究基于理论假设构建的一系列间接效应模型见图1。
由表 3 可知，ACE 对心理健康的总效应为

0.345，95%CI 不包含 0，总效应显著；直接效应为

0.221，95%CI 不包含 0，直接效应显著。手机依赖

的中介效应为 0.081，95%CI 不包含 0，中介效应显

著，中介效应占比 23.48%（0.081/0.345）。自评健

康状况的中介效应为 0.034，95%CI 不包含 0，中

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比 9.86%（0.034/0.345）。

手机依赖和自评健康状况的链式中介效应为0.009，
95%CI 不包含 0，链式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

比 2.61%（0.009/0.345）。总间接效应为 0.124，总

间接效应占比 35.94%（0.124/0.345）。

图 1 ACE 对青年人群心理健康影响的链式中介模型
**P＜0.01．ACE：童年期不良经历．

手机依赖

ACE 心理健康

自评健康状况
－0.311**

－0.231**

－0.149** 0.669**

0.221**

0.120**

表 3 ACE 对青年人群心理健康影响的效应路径

模型路径 效应值 (95%CI) 标准效应值 效应占比/%
总效应 0.345 (0.261, 0.429) 100.00
直接效应 0.221 (0.150, 0.293) 64.06
总间接效应 0.124 (0.068, 0.182) 0.070 35.94
ACE →手机依赖→心理健康 0.081 (0.035, 0.130) 0.046 23.48
ACE →自评健康状况→心理健康 0.034 (0.011, 0.062) 0.019 9.86
ACE →手机依赖→自评健康状况→心理健康 0.009 (0.004, 0.015) 0.005 2.61

ACE：童年期不良经历；95%CI：95%置信区间．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ACE 与心理健康（抑郁、

焦虑、压力）之间呈正相关，与既往研究［33］结果

一致，假设 1 得到验证，即 ACE 可以正向预测青

年人的心理问题，提示具有 ACE 暴露史的青年人

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更大。父母或主要监

护人在儿童及青春期阶段实施的虐待与忽视可直

接激起受害者成年后的反应和感受［33］。有研究指

出，与客观报告相比，儿童虐待的主观报告与心理

健康风险的相关性更高［34］。还有研究表明，ACE
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抑郁、焦虑、自杀）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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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相关，且能正向预测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35］。 
Ren 等［36］的研究进一步证实，童年或青少年期经历

过创伤事件的个体，其在成年阶段会呈现较高的抑

郁风险。因此，ACE 是青年人群心理健康的风险

因素。

 本研究发现手机依赖在青年人群的 ACE 与心

理健康（抑郁、焦虑、压力）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假设 2 得到验证。本研究结果与既往实证研究一

致，即 ACE 水平较高的个体更易形成手机依赖行

为［37］。童年期遭受过创伤的个体往往对家庭亲情

的感知较差，易产生自我怀疑，且在社交环境中信

心不足，此类消极影响一直会持续到成年后［38］。

手机使用具有广泛性、高传播性等特点，能够满足

个体的心理需求，填补内心空虚。经历童年创伤的

个体易形成消极认知及逃避恐惧心理，因而更可能

依赖智能手机，通过在虚拟世界寻求满足来缓解痛

苦，最终导致手机依赖行为。然而，亦有研究指出

童年创伤对青少年网络依赖并无直接预测作用［39］，

该结论与本研究结果相悖，这可能与所选量表及研

究对象不同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手机依赖行为与心理健康

（抑郁、焦虑、压力）呈正相关，即具有手机依赖

倾向的青年人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较高，与既

往研究［40］结果一致。根据认知行为理论，个体的

认知与情绪既影响行为，也受到行为的反作用［40］。

因此，手机依赖行为同样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高

水平的手机依赖可作为心理问题的积极预测指标。

此外，戒断症状被认为是手机依赖的精神病理学模

式，类似于物质滥用障碍［41］。当无法使用智能手

机时，依赖者可能会变得抑郁、焦虑，然后渴望使

用智能手机来逃避这种负面情绪，进而形成恶性 
循环。

 本研究发现，自评健康状况在 ACE 与心理健

康（抑郁、焦虑、压力）之间起中介作用，与既往

研究［42］结果一致，假设 3 得到验证，即 ACE 可负

向预测自评健康状况，而自评健康状况进一步负向

预测心理健康（抑郁、焦虑、压力）。本研究揭示

ACE 不仅直接损害个体的自身健康，也是增加心理

问题风险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证明，ACE 会对青年人群的健康状况

产生不利影响。多项研究已指出童年创伤对健康的

负面作用［43-44］。曾经历情感虐待、身体虐待、性

虐待、情感忽视或躯体忽视等 ACE 的青年，其自

我健康状况得分明显低于未经历 ACE 的个体。

本研究还证实，自评健康状况是心理健康的重

要预测指标。作为流行病学研究中评估健康感知的

常用工具，自评健康状况已被广泛证实与抑郁存在

显著关联［45-47］。澳大利亚一项研究的基线数据横

断面分析显示，自评健康状况较差或一般的受试者

出现抑郁症状的概率明显高于自评健康状况良好至

优秀者［45］。另有研究显示，自评健康状况的改善

与抑郁程度的减轻显著相关［48］。加拿大的一项研

究也表明，总体自评健康状况较差与焦虑水平上升

显著相关［49］。此外，生活与工作压力也是自评健

康状况较差的重要影响因素［50］。

本研究发现，手机依赖与自评健康状况呈负相

关，且手机依赖和自评健康状况在青年人群 ACE
与心理健康（抑郁、焦虑、压力）之间构成链式

中介作用，假设 4 得到验证。本研究结果表明，手

机依赖程度越高的个体，其自评健康状况越差，这

与多项研究［22,51］结果一致。此外，手机依赖与多

种不良健康结局有关，包括疲劳、头痛、肌肉骨骼

疼痛、视力模糊及睡眠质量差等［52］。通过链式中

介效应检验发现，ACE 可能会促使个体形成手机

依赖行为，进而对其自身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从而

导致心理问题的发生。因此，本研究所提出的手机

依赖和自评健康状况的链式中介路径是可行的，在

ACE 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该

中介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ACE 对青年人群心

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为挖掘青年人群心理问题的产

生机制及干预方向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参考。

本研究探讨了 ACE 与青年人群心理健康的关

系，并分析了手机依赖和自评健康状况在其中的中

介作用，揭示了 ACE 对青年人群心理健康的影响

及可能的作用机制，对改善青年人群心理健康具有

一定的参考意义。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关注 ACE
对心理健康直接作用的同时，也应重视通过改善不

良行为模式、提升个体健康水平来间接缓解心理

问题。建议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鼓励有 ACE
的青年人群适当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与积极向上的

朋友沟通交流，以缓解童年创伤对成人期的心理影

响，严重者建议尽早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其次，手

机依赖和个体健康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中介因

素，建议通过设定使用界限，如在睡前或闲暇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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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手机置于较远位置，或预先规划使用时长，以减

少使用频率及便捷性；还可通过替代行为转移注意

力，如参与体育锻炼、散步等活动，这样既有助于

降低手机依赖，也能培养兴趣、缓解压力并提升健

康水平。最后，建议在单位或学校定期组织一些心

理健康教育活动或宣讲，增强青年群体对心理健康

的认知与自我调适能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本研究在评估

青年人群的 ACE、手机依赖和心理健康时均采用

自我报告的方式，在未来的研究中，可基于自我评

估量表的结果开展临床检查，并将其用于心理健康

评价。其次，本研究的样本来源于中国南方某一地

区，研究结果的代表性有限。此外，本研究为横断

面设计，限制了对青年人群影响因素与心理健康问

题之间因果推论，未来需要开展纵向研究来证实本

研究的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 ACE 对青年人群的心

理健康有正向预测作用，手机依赖和自评健康状况

在 ACE 与心理健康之间同时发挥并行与链式中介

作用。为降低患有 ACE 的青年人群发生心理问题

的风险，建议我国卫生心理部门制定相关预防与干

预方案，以避免手机依赖行为，提升其健康水平，

并有针对性地缓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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